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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分析

當前內外在因素變化對
於臺灣稻米產業與政策
之影響分析

撰文/楊明憲

稻米政策的演變與政策目標

民以食為天，稻米是國民主食及我國最重要的

農作物。一直以來，我國的農業生產布局與農業政

策規劃，也都以稻米產業為核心。從早期的農地改

革或水利建設，均以增產糧食（即提高稻米產量）

為追求目標，至 1974年起實施的稻米保價收購政

策，即使農業相對沒落，政府對於稻米生產的重視

仍是有增無減；換言之，糧食安全為政府施政首要

確保的目標。

為要足夠的稻米生產，故要維持一定數量的農

地（即農業用地或永久農業區），並提供誘因給生產

者（即農民 )，包括讓佃農擁有農地所有權、讓農民

願意耕種提高，例如發展機械化、提供保價收購或

肥料補貼等誘因，農民所得亦與稻米生產和政府政

策緊緊相連。

台灣稻米在早年是具有競爭力的，所以才能依

靠稻米外銷來賺取外匯並發展經濟，但隨著工業化

興起，工資提高、農業資源不斷流動至工業部門，

在 1960年代中期以後，工業產值已超越農業產值，

出口結構亦以工業產品為主，稻米也不再是主要的

創匯產品。但是稻米產量的持續減少卻使得糧食安

全與農民所得的不保隱憂浮現。

70年代起台灣的農業政策走向補償性政策，

不僅取消肥料換穀、田賦徵實等剝奪所得作法，轉

而實施保價收購、禁止進口等保護政策，即使之後

造成稻米生產過剩的問題，也未曾取消或調降收購

價格，只是在 73年起進而提出休耕轉作政策，而形

成生產或不生產稻米皆有補助的互為矛盾現象。不

過，這也反應維持稻米生產的誘因不能輕言放棄，

也要同時兼顧不生產稻米的農民所得，以及改善農

業生產結構的政策涵義。

90年代的台灣為積極參與國際經貿活動，即

順應WTO的要求而以限量進口方式開放國外稻米

進口，即使之後改為關稅配額 (TRQ)方式，目前每

年仍得進口 144,720公噸的糙米。但在WTO農業

談判仍持續被要求調降關稅，以擴大進口量。我國

與日韓等國所組成的 G10談判集團則力主農業具

有糧食安全、環境保護、鄉村發展等多能性 (multi-

functionality)；顯然的，政府對於稻米在國內生產的

堅持，從價格支持、所得補償，到對抗進口替代，可

謂不遺餘力。

2008年國際糧價隨著油價暴漲，至今仍居高不

下，更加深政府捍衛糧食安全的決心，例如將政府

的安全存糧標準由 3個月提高至 6個月的消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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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先後兩度調高收購價格及改採濕穀收購（或補助

烘乾費）。

目前，日、韓兩國雖已廢止稻米保價收購，另

以所得直接給付取代之，但我國的稻米保護政策仍

未絲毫改變，保價收購、休耕轉作，以及關稅配額

已成為我國稻米政策的三大支柱。三者互相影響，

若擴大進口，將提高政府在保價收購及休耕轉作的

支出；若廢止保價收購，將增加休耕轉作負擔並影

響糧食安全；若廢止休耕轉作，保價收購將蜂湧而

至。稻米政策的複雜性即在此，各個政策環環相

扣，牽一髮而動全身，並且必須同時兼顧對於糧食

安全、農民所得、政府財政、環境生態、農業產銷

結構等各方面的影響。

當前外在環境變化之影響

（一）自由貿易協定

由於全球化風潮、區域經濟整合趨勢、北美自

由貿易協定 (NAFTA)、歐盟東擴，以及WTO杜哈

回合多邊談判停滯等，各國在 21世紀起即加快區域

自由貿易協定 (FTA)的簽訂，深恐若不被納入主要

國家的自由貿易協定中，國家的經濟發展將就此邊

緣化。然而自由貿易協定的要求較WTO規範更加

嚴格，幾乎是所有產品全面性的市場開放，要求零

關稅或是短期內大幅調降關稅，農業當然不例外。

但仍可爭取少數農產品為敏感性產品，豁免於自由

貿易，例如韓國與 47個國家 (包括美國、東亞、歐

盟等 )分別簽訂共 10個的 FTA，但稻米均被排除

在外，臺灣與中國大陸所簽訂的經濟合作架構協議

(ECFA)雖類似 FTA，但農產品並沒有進一步擴大開

放進口。因此，FTA將不會變成要求我國擴大開放

稻米進口的壓力。

（二）WTO農業談判

WTO杜哈回合談判雖從 2002年開始，但農

業談判是內建議程，故從 2000年起即進行至今。

由於已開發與開發中國家的貿易利得分配不均，以

及農業影響層面茲事體大，是否能在近期內達成協

議，仍不得而知，但為縮小各國談判差異，WTO在

2008年底的減讓模式草案已勉強凝聚各國共識。

2008年底的減讓模式草案 (Draft Modality)，

對於境內支持有整體和個別的進一步削減規範，各

國的補貼政策幾乎無可逃避。但經估算並依分段

削減「扭曲貿易境內總支持」(OTDS)，因預期我國

將以新入會員身份，故可比照開發中國家規範來計

算 OTDS，1995-2000的基期平均農業產值為 2,950

億元，估算可得 OTDS為 879億元，則削減後的

OTDS為 556億元，此數字高於 2008年實際 AMS

及微量補貼的總和 124.77億元 (Yang and Blandford, 

2011)；不過，我國從 2008年中開始大量的肥料補

貼，以及 2011年起得大幅調高稻米收購價格及烘乾

費，估計 2012年的實際 AMS及微量補貼的總和已

增加為 210.13億元，表示我國現行實際補貼仍低於

556億元，故現行的各種扭曲貿易措施應仍可持續。

此外，計算削減後的最終約束總 AMS為 99.15億

元，2012的實際 AMS為 85.49億元，已達 86%。類

似於日韓不得不做出廢止保價收購的政策背景。

更進一步言，減讓模式草案還將針對個別產品

的 AMS上限有所規範，依我國基期通報WTO農

業委員會的平均 AMS估算稻米 AMS上限金額為

42.83億元，相較於 2012的稻米 AMS估算為 71.70

億元，顯然已超越此上限，一旦WTO杜哈回合談

判達成協議，我國將不可避免地一定要改變目前的

保價收購政策，則農業變革的骨牌效應也將就此一

觸即發。

（三）油糧雙漲

國際糧價動態自 2007年以來即受各國高度的

重視，由於氣候變遷、穀物產區氣候惡劣、油價上

漲、發展生質燃料、開發中國家需求增加，以及全

球庫存量偏低等因素；簡單而言，就是糧食的供給

減少，同時又需求增加，所以導致國際糧價持續上

漲。這不但加重糧食進口國的成本，甚至許多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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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在糧食安全的顧慮下開始管制出口，更加深依賴

糧食進口國家的隱憂。聯合國糧農組織 (FAO)在

2007年即提出警告，全球糧食庫存已處於 25年的

最低水平，且至少 10年內糧食價格都將居高不下；

世界經濟論壇 (WEF)在 2008年的全球風險報告

中也指出：糧食安全將為未來 10年全球經濟四大

風險之一。台灣糧食自給率若以熱量計算，也只有

33.5%。因此，糧食安全對於台灣格外的受到重視。

油價和糧價的雙雙上漲，在近年來受到社會大

眾的高度關注，這是非常少見的現象，但是並非第

一次，在 1973及1979年也曾分別出現類似的現象。

依市場經濟的角度而言，此番油價和糧價的上漲是

因需求增加所造成的，與上次因供給減少的原因不

同。這次需求增加，主要受到全世界人口增加、開發

中國家所得提高、替代能源的需求增加，以及預期

心理因素等影響，在這些因素的結合下，恐怕將會

形成長期的趨勢；與上次因為以阿戰爭及氣候異常

所導致的短期現象，不可同日而語（楊明憲，2008）。

在面對國際原油價格持續上漲的趨勢下，廉價

糧食的時代將成為過去，在地的農業部門將在確

保糧食供應與改善石油依賴方面，發揮更重要和更

有彈性的功能。我國向來稻米無缺，但政府仍有必

要在進口、庫存及國內生產等三方面尋求最適的組

合，以最低成本有效地達成糧食安全。各國皆有權

利決定進口、庫存及國內生產之最適組合以確保其

糧食安全，一個被期待的國際架構應是允許各國依

其國內生產去追求相關目標，並可面對穩定、可預

測的國際市場和多元化的糧食進口來源。

（四）氣候變遷

根據聯合國氣候變遷小組 (IPCC)的報告指出：

全球氣候變遷現象已經明顯發生，主要的變遷現象

包括溫室氣體排放持續增加、大氣組成持續改變、

地球升溫、全球氣候運作模式改變。氣候變遷造成

全球水文循環改變，降雨與蒸發散的強度升高、降

雨強度升高，且下雪的機會變少。在溫度方面，地

球升溫造成熱浪發生機會升高、部分地區將變得更

為乾旱。此外，熱帶氣旋發生的機會升高，可能造

成更嚴重的生命財產損失；而全球海平面上升高，

更可能因發暴潮、海水入侵與國土流失的嚴重問題。

上述氣候變遷都可能會造成農業生產部門嚴重

的衝擊。氣候是影響農業生產的關鍵性因素，農業

部門對於氣候變異與極端氣候事件十分敏感 (Adams 

et al., 1998)。氣候變遷對於全球許多區域的農業生

產都會造成衝擊，包括溫度升高與降水減少將造成

農業（包括農作、林業與漁業）產量與品質衝擊，

使得國際農產品供應量不穩定，造成國際糧食價格

的大幅波動。

面對氣候變遷的趨勢，我們仍可以從所帶來的

機會來正面看待，例如發揮我國育種或品種研發

的優勢，以及因設施農業可降低氣候影響的不確

定性，故可預期的是我國農業將因此朝技術密集和

資本密集的方向發展，有助於農業升級與競爭力提

升。此外，二氧化碳所造成的全球暖化，未來的趨

勢是藉由課徵碳稅來降低二氧化碳排放量，此將因

為碳足跡而改變目前的貿易型態，從而也改變國內

的農業生產結構，預期國內糧食的自給能力將受到

重視，故如何善用休耕農地將是努力規劃的課題。

當前內在因素變化之影響

（一）需求減少

稻米為劣等財 (inferior goods)，會隨所得提高

而減少需求量，2002年國人每人全年的白米消費量

首度跌破 50公斤，2011年僅 44.96公斤，約是 50

年前的 1/3，也是世界上以稻米為主食國家中人均消

費量最低者。加上人口成長減緩，目前稻米全年需

求量約為 120萬公噸糙米，平均每月10萬公噸。但

是每年產量約有 136萬公噸糙米，等於是有 16萬公

噸的生產過剩，以及依WTO規範每年必須進口近

14餘萬公噸糙米，其中有 65%(即 9.4萬公噸 )成為

政府公糧。因此，政府庫存將以每年至少 25萬公噸

的速度不斷累積，作為加工數量仍然有限，糧食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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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又受限，在公糧不易去化的情形下，除非米價飆

漲可釋出公糧平抑價格外，往往變成飼料米賤售。

此即造成保價收購與倉滿為患的困境。如果稻米需

求量未能明顯增加，政策支持的稻米產業將會使得

農業資源更加浪費，並降低政策說服力。

（二）產量增加

本來稻米已可趨向於供需平衡，但政府在 2011

年起調高收購價格並改採濕穀收購之後，產量明顯

受到鼓舞，迅速從 116萬公噸增加至 136萬公噸，

導致諸多問題發生，包括政府收購支出從 43億元提

高至 120億元（含烘乾費補助）、AMS由 26.4億元

增加至 71.7億元，以及公糧庫存從 45萬公噸激增

至 73萬公噸以上等。此外，2013年起政府為活化休

耕農地，規定休耕給付一年只能領取一期，以避免

長期連續休耕的問題，但解決一個問題又製造出另

一問題，也就是原有休耕農地又開始部分回流至稻

米生產，對於已存在的產量過剩問題又將雪上加霜。

（三）產品差異化

稻米雖為傳統主食，但時至今日，稻米產品在

品種、品質及品牌等差異化已愈為明顯。常見的品

種包括台農 71號、高雄 145號、桃園 3號、台稉 9

號、台南 11號等，或重質或重量，各具擅長。品質

在糧商改善設施（包括冷藏桶倉、色彩選別機、碎

米篩選機等），使得品質規格、蛋白質、直鏈性澱

粉含量及新鮮度等皆有明顯改善。在不同品種及品

質的支持下，眾多包裝米的品牌更是琳琅滿目，顯

見當今我國稻米市場的競爭激烈。但其中仍有一盲

點，亦即外食人口持續增加，團膳及餐廳業者所使

用的為散裝米，以價取勝，消費者亦無從辨識所食

白米為何品種或品質，致使包裝米的市場佔有率不

及 4成，產品差異化的市場仍有侷限性。

（四）經營模式的轉變

稻米在所有作物生產中為機械化程度最高者，

而且從整地、稻秧、施肥、噴藥、收獲、運送、烘乾

等作業，皆可以委外代工 (outsourcing)，使得育苗場

逐漸成為各地的代耕中心，故稻農為兼業農的比例

也是最高者。

但為提高我國稻米產業競爭力，政府於是從

2005年起開始推動稻米產銷專業區計畫，藉由獎勵

糧商之方式，要求與稻農契作，且契作價格不得低

於公糧收購價格，以減少政府的保價收購支出和降

低 AMS，並規範以契作方式結合良質米品種、生

產管理、講習示範及推廣行銷等一貫化產銷經營體

系，以降低稻米生產成本、確保國產稻米品質和建

立稻米品牌，期望對於整體稻米產業升級具有帶動

作用。至今已持續增加至 37家糧商及15,772公頃參

與本計畫。依楊明憲、盧永祥、戴孟宜 (2013)研究

證實：糧商在專業區與非專業區的共同利潤效率分

別為 0.8065及 0.5760，表示專業區的營運模式確實

可創造更大的利潤；此外，再依個別糧商的利潤效

率值與全體糧商利潤效率值相除所得的共同利潤率

觀之，專業區有高達 33.3%的糧商其利潤效率值等

於 1，表示糧商普遍有良好的利潤管控能力，反觀非

專業區的糧商只有 14.8%，顯見專業區的模式值得

全面推廣。

後FTA之稻米政策改革

由於我國稻米保價收購政策已造成 AMS個別

產品所規範之上限，同時也產生財政負擔過重、倉

滿為患、生產過剩等問題，已有迫在眉前不得不改

的壓力。但是政策改革之後，是否又會造成危及糧

食安全及確保農民所得的問題，也是必須審慎思考

的。

論者以為引進日本經驗即可，也就是廢止保價

收購，改採固定給付及變動給付方式之所得直接給

付，並配合政府以市價購進作為公糧。但是此經驗

卻使得稻米價格持續下跌 3成以上、稻作所得減少

48%以上，農民和農協亦抱怨連連（楊明憲、陳郁

蕙、陳吉仲，2009）。韓國的作法也類似，但因將原

先的保證價格設為變動給付的目標價格，故影響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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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但對原本 AMS過高的問題解決幾無助益（楊明

憲、陳郁蕙，2010）。因此，面臨我國稻米政策改革

之議題，台灣要走自己的路，絕不能重蹈覆轍。

（一）以不變應萬變並非善策

稻穀保價收購政策行之有年，是否要廢除，一

直都是各界高度關注的焦點。若要廢除，也是因其

不符時勢所趨，但又要避免稻農所得會因此下降，

故始終在找尋一個替代政策，以兼顧稻農所得、

WTO規範、糧食安全、糧價穩定，甚至提升稻米

競爭力等目標。但現實上，是很難有一政策可以面

面兼顧的，導致既有政策不敢廢，新政策又端不

出來，即使有新政策的構想，也擔心在政治壓力下

不易堅持理想，因此，稻穀保價收購政策仍苟延殘

喘，民代也只能在現行的保證價格提高上大作文

章，如此將使得改革成本加重，也延宕稻米產業結

構改變的機會。

（二）提供更多的選擇

為顧及政策改革可能引發的爭議，我們是否可

以在維持目前的稻穀保價收購政策之外，再提供給

稻農更多的選擇？之前研擬甚囂塵上的「固定給付」

和「變動給付」方式，內部估算時總要以不降低稻

農所得為前提，若是如此，為何又要將既有的稻穀

保價收購政策廢除？擔心稻農仍會繼續依賴稻穀保

價收購政策？那就表示此一新的方式對農民而言並

無誘因，則率以新方式取代舊政策勢必引發民怨；

若此一新方式確實照顧到稻農所得，則參與稻穀保

價收購政策者將逐漸減少，政策假以時日也可能無

疾而終，自然從歷史上消失。

「固定給付」和「變動給付」方式可能也非另一

選擇，我們可以再提供更多的方式讓農民來選擇，

譬如：(1)「良質米產銷專區」鼓勵糧商與農民契作，

契作價格較保價收購為高，所種的高米質在政府輔

導專區品牌行銷下可提升稻米競爭力；(2)實施「所

得安全網機制」，使稻農所得低於現行所得水準時

可獲差額補助，但同時須配合生產登記制，如同休

耕登記，才有請領補助資格，生產登記制是長遠農

業發展的正確方向；(3)獎勵「集團經營」，由育苗場、

或代耕中心、或農企業來組成推動，可結合「小地

主大佃農」來提高獎勵誘因等。每一種方式，當然

可以再設計得更細膩，如基準價格如何與固定給付

及變動給付連動、目標價格如何與市場價格接軌、

所得差額如何因應市場價格風險等；同時，在提供

更多選擇之餘，應有配套措施之要求，如契作（與

農民或與通路商）、共同作業管理、生產履歷、生產

登記等。

（三）不同選擇之間競合

稻農要開始學習判斷不同選擇，每一選擇都有

其特定目標和所得變化，傳統稻穀保價收購政策不

一定是最好的，但對於老農、兼業農可能還是相對

穩定的方式；不過，老農和兼業農也可能去學習如

何生產登記以參加「所得安全網機制」，或是由配合

整合者納入「良質米產銷專區」或「集團經營」，手

續簡單，而且所得不比原來的差，他們也將慢慢有

所改變的。當然更多選擇，對於有心務農者是更有

利了，有他們加入之後，可擴大產業升級的基礎，量

變就會質變了。

（四）看見無聲的改革

站在整體產業而言，公糧收購的來源減少，可

能影響糧食安全及糧價穩定，則必須思索市價購進

及庫存靈活操作的可能。政策改革對於稻米的質與

量需分開考量，質的提升是必然的趨勢，也唯有如

此才能創造更高的產品價值；量的確保，是維持糧

食安全的不二法門。現行的稻穀保價收購政策係建

立在量的思維基礎，不利於質的提升，故新的選擇

宜朝高品質及創新方向設計。當農民開始討論參加

哪種方式較好時，政策改革其實已在往好的方向發

展了，因沒有廢除現行的稻穀保價收購政策，所以

政策改革將會順利進行，這是一場無聲的改革，但

成果終會看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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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從價格支持走向所得支持

在最近 2011年提高保證價格卻引發是否充分為

農民所得及糧商居中牟利之議，根本原因在於價格

支持政策對於提高所得並非有效的作法，由於保證

價格明顯代表政府干預市場的指標，也常成為政治

人物喊價的籌碼，政府亟易陷入提高農民所得或平

抑消費支出之兩難困境。

若要照顧農民，又不要影響物價，最好的方式

就是對農民所得直接給付，並讓所得政策成社會

福利政策的一環，而讓價格回歸市場機制，則農業

生產將趨於正常化，政府可避免因介入市場而左右

為難。安全存糧則由國內外市場購進，可確保所需

之存糧水準。政府在稻米政策的職責，將由價格干

預轉為數量管理，即在安全存糧購進、進口配額分

配，以及存糧的庫存操作，以維持稻米市場的供需

平衡。政府持有相當數量的存糧，是確保糧食安全

與米價穩定的最大依靠，當政策不再依賴保價收購

時，政府存糧的進出與靈活操作，將是最受關注的

重點。

所得直接給付可以收入為基礎，在基準收入

下，若實際收入未達基準收入，則由政府補償其收

入損失。基準收入訂定，可參考生產成本變化，亦

可考量社會福利水準，即使其成為政治喊價籌碼，

也不會擔心對於物價、AMS的影響。此外，實際收

入因很可能因氣候變化或進口衝擊而發生損害，但

在基準收入確保下，農民所得可降低不確定性。因

此，所得直接給付政策可進而整合現行的天然災害

救助及受進口損害救助等辦法，也可避免一旦發生

天災或進口損害時漫天喊價補償之困擾。政府對於

農民所得的照顧何其多，不僅產品價格支持，而且

也有生產要素補貼，之前也曾發生肥料補貼不足之

議，故當今之計也可以將要素補貼納入所得直接給

付政策的範疇，亦即讓生產成本真正反映出來，並

以基準收入來確保成本提高的損失。

政策宜整合為一套「農民所得安全網」機制，

不應淪為頭痛醫頭、腳痛醫腳之各自為政，也不論

農民所得的衝擊是來自產品市場、要素市場，或是

國際市場、自然條件，皆能在此安全防護網受到照

顧並使農民專心生產。

生產所得應高於非生產所得，方符合社會公

平，故休耕給付或許應成為基準收入的參考值。若

農民所得定位為社會福利的一環，則老農津貼及農

民保險給付等非生產所得亦應在涵蓋在農民終生及

常年所得的規劃之中。

此外，若以農業生產活動的年度所得而言，稻

穀每年每公頃的賺款幾乎是所有作物生產中最低

的，故基準收入可視為對於農民所得的基本支持水

準，名義上雖一體適用在所有農民，但因其他作物

的實際收入因高於此基準收入，故實際上應不致造

成擴大補貼的情形；稻農為實際耕種者，理論上應

以稻農所耕種的農地面積為計算基礎，韓國因大地

主坐享鉅額對地補貼而引發社會議論，故需注意地

租變相調漲並移轉補貼的情形。

要形成農民所得直接給付的機制，基本前提是

要能了解農民的實際收入，才能與基準收入對照，

並作為核發收入補償的依據，但茲事體大，除非個

別農民買賣皆有交易記錄可查。為解決此問題，仿

照美日兩國作法，皆以區域市場的平均產量及價格

為計算實際收入，並採自願登記制，同時配合參加

條件限制（如規模、永久農區、糧食作物、生產調整

等），可使政策較易推動。日本尚配合農民出資，可

使權利義務關係明確，美國也與農業保險結合，以

減輕收入補償的負擔，這些均值得考慮。 AgB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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